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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对话质量是在线辅导中最为重要且始终关注的话题之一，受教师教学经验、学生先验知识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教师教学经验和学生先验知识对师生对话质量的影响及高质量对话的唤醒机制，首先，基于在线辅导中教师掌控辅导进程的特殊属性明确师生对话的定义，即由“教师引导性话语—学生回应性话语”两个有序变量构成，基于ICAP 认知理论框架制定面向教师和学生的话语分类编码方案。其次，采用交叉列联表分析方法，探索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的关联关系，确定师生对话的分析单元。最后，借助多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滞后序列分析和内容分析法，探索不同教学经验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的高质量对话类别、外显对话结构、内隐对话功能。分析结果显示：（1）教师引导性话语类型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型存在强关联关系；（2）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通过“逻辑连接”的思维方式和“逐层递进”的行为路径，形成生成性高质量对话，呈现“探索性”特征；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通过“照应和词汇衔接”的思维方式和“顿悟式”行为路径形成提示性高质量对话，呈现“积累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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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问题提出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有利于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而且可助力于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1]。在线教育需符合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校外在线教育需和校内教育互相协同，以满足学生基础性和核心性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为此，教育部指出“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探索搭建在线辅导免费服务平台，组织遴选优秀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2]”。
基于此，北京市开放型在线辅导项目旨在借助互联网扩大优质教师资源的覆盖面，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扬长学习需求[3]。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该项目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设计和开发的“智慧学伴”平台，招募全北京市优秀教师，面向8 个远郊区县初中生提供免费在线辅导服务[4]。在线辅导中的一对一辅导是学生参与率最高、最受欢迎的形态之一，学生通过拍照上传自己的学科问题，向在线教师主动发起辅导申请，教师提供个性化反馈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辅导结束后，系统会以音、视频格式生成师生互动行为数据，记录师生对话、动作表情特征、互动时长和板书笔记等。在师生对话数据中，蕴含着丰富的认知、元认知等意义内容。系统量化并识别师生对话中的认知类型，不仅能精准判断学生的认知投入水平，掌握学生的知识内化程度，而且能科学评估师生的对话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5]。
在一对一在线辅导中，师生双向倾听和回应的交互过程，共同推动了认知类型的逐层递进与持续流转，重复出现的认知类型便构成了辅导环节的局部对话结构[6]。研究表明：教师通过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可以同化或顺应知识并产生话语交互[7]；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学风格，学生的先验知识、学习动机等因素，均会影响学生“认知冲突”的程度[8]，进而影响师生认知交互水平，并产生不同的对话结构；不同的对话结构不仅能反应师生对话质量，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知识建构水平和学习增益[9]。进而默瑟（N.Mercer）等人归纳了争论性、积累性和探索性三种高质量对话结构，着重强调了探索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探索性对话对提升学生推理能力的重要性[10]，其无疑被视为经典的高质量对话结构之一[11]。
以上研究较少从认知维度直观地表征对话质量、分析教师学生之间话语类别的关系，也尚未从对话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加工过程等维度深入挖掘高质量对话的内在机理。为此，本文在认知视域的指引下，将师生达到的高阶认知对话类型视为高质量对话，将该过程中外显的对话结构和内隐的对话功能（衔接机制和对话特征）视为其内在机理，通过分析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之间的相关关系，明确对话结构的分析单元，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高质量对话的唤醒机制，并结合下述问题展开探讨：（1）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存在何种关系？如何表征师生对话类型？（2）学生先验知识和教师教学经验对师生高质量对话存在何种影响？其外显对话结构的形成过程与内隐对话功能的加工过程为何？
二、文献综述
在线辅导即被辅导者借助在线学习工具与辅导者（人/机）开展的非面对面实时交流的学习方式。早期，计算机辅助教学（CAI）[12]的出现为一对一辅导模式的转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诸多研究者在CAI 的基础上不断融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更加完善的智能导师系统（ITS），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对话，借助计算机的虚拟导师辅导学生成为可能[13]。尽管ITS 的发展已趋于成熟，但很多具有生成性的及带有情感互动式的辅导是难以用技术取代的，学生仍普遍接受真实教师在远程学习平台中开展的一对一在线辅导。因此，一对一在线辅导主要包括被辅导者基于ITS 开展的人机辅导 （如孟菲斯大学的Auto Tutor[14]和香港大学的Smart Tutor[15]）和被辅导者借助远程学习平台与教师开展的非面对面的人人辅导（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的E-Tutoring[16]和本文所依托的北京市开放辅导）两种形式。
（一）一对一在线辅导中认知行为类别的研究现状
为了探索师生对话数据中映射出的认知行为类别，诸多研究者基于研究目的选择相应的认知理论框架，制定认知行为分类的编码方案，借助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或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方法，采用人工标注或自动标注等手段，识别师生对话数据中的认知状态信息。可以说，认知理论框架是行为分类的关键所在。总之，上述研究从研究维度、编码方案、出版时间等方面，梳理了三种可广泛应用于师生对话数据中的认知理论框架，如表1 所示。
表1 师生认知分类理论框架

比格斯（J.B.Biggs）和科利斯（K.F.Collis）通过对学生解决问题的学习反应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种由低到高的思维结构水平，即前结构水平、单点结构水平、多点结构水平、关联结构水平和拓展结构水平[17]。前三种属于对知识的量的评测；后两种属于对知识的质的表征。因此，评估学习质量的标准取决于师生对话数据或学生的反馈数据中所呈现出的知识数量与质量两种因素，即学生学了多少、学得多好。该理论是一种基于问题解决的评价方法，且适用于开放性问题或学习任务等问题情境，被应用于学科教育当中[18]。安德森（L.W.Anderson）等人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评价者评价，修订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结合学生学习行为的认知复杂程度，将认知类别由低到高依次排序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19]。其中，“记忆”意味着识别或提取教材内容，后五种则被视为不同程度的知识迁移过程[20]。因此，在开展实践教学时，评价者可基于师生对话数据或学生反馈数据，结合教学目标识别学生所达到的认知水平。季清华（Michelene T.H.chi）和怀特（R.Wylie）在“主动—建构—交互”框架的基础上融入被动参与，构建了ICAP（Interactive，Constructive，Active，and Passive）认知理论框架，以探索学生的知识建构水平[21]。该框架所对应的知识建构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被动参与、主动参与、建构参与和交互参与。他认为，一旦学生采用建构或交互参与来构建新的推理时，便会进入深度学习状态，因此，相较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ICAP 认知理论更适用于知识迁移和深度学习的场景，并可广泛应用于探索性问题解决活动/任务中，以分析在线学习平台中师生对话数据、生生对话数据、教师谈话数据、学生反馈数据等，识别师生的认知投入水平[22]。
尽管在SOLO（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分类方法中学习质量的评估维度较为全面，但其应用场景却略显局限（仅适用于开放性问题或学习任务场景），在深层推广或拓展方面仍存在不足。而布鲁姆（B.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修订版本）的认知评价维度同样比较全面，但却更适用于具备系统化、常规化、规范化教育目标的教育场景。介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智慧学伴”平台中的开放辅导课程，此类课程更多基于特定题目开展短时辅导，具有临时性、突发性、简短性等特点，并未制定详细的教育目标。由此反观ICAP 分类理论，蕴含着细粒度、高区分度和深层级的认知类别，应用场景和适应范围十分广泛。因此，本文将ICAP 认知理论框架视为指导师生对话分类的依据，基于此制定认知分类编码方案，探索认知投入水平。
（二）一对一在线辅导中对话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基于相应理论内容，结合经典文献和课堂教学案例搭建具有丰富陈述性的对话结构理论框架，不仅可以支持从多角度系统直观地开展深层研究，而且可以作为归纳新案例的便捷工具。例如，默瑟（N.Mercer）等人结合师生课堂教学案例，归纳了争论性（个人在重申观点的同时拒绝或忽视他人的观点）、积累性（在对话的基础上增添个人观点，构建共享知识体系，但并不会挑战或批评彼此的观点）和探索性的（通过不断协商，构建“联合—协调”的共同推理形式）对话结构[23]。博伊尔（K.E.Boyer）等人在对话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卡方检验方法，检测陈述、问题、解释、积极反馈、消极反馈、中立反馈、域外、背景八种对话类别中的有效邻接对序列，借助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构建并可视化出完善且有效的“教师讲授—学生反馈—教师评估—学生感谢”的直接讲授型和“教师提问—学生寻误—教师反馈”的间接提问型对话结构[24]。
研究表明，师生对话结构受教师教学风格和学生先验知识的影响，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的学生达成高质量对话的路径不同。一方面，教学经验作为区别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教学方式方法。专家型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反馈动态调整引导性话语，这对远程教育中个性化服务具有重要的影响。罗晓杰等人基于国际教师专业标准和国内教师教学实录，明确专家教师、熟手教师和新手教师的经验特征：（1）专家教师话语分布较佳，提问问题的频次、尤其是生成性和深层追问性等高质量问题的数量较多；（2）熟手教师的话语分布较佳，提问问题的频次较低，高质量问题数量居中；（3）新手教师话语分布不合理，提问问题的频次和问题质量普遍偏低[25]。另一方面，在师生对话过程中，学生先验知识的被激活程度不同，学生的信息反馈、师生的协商程度、话轮转换特征等均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间的对话结构。例如，刘智等人通过分析高、中、低成就组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对话结构中发现，高成就组学生采取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型对话结构达成高质量对话；中成就组采取非线性对话结构达成高质量对话；低成就组则采取由低直接到高的突发性对话结构达成高质量对话[26]。
为了精准识别师生对话结构，本文依据ICAP 认知分类理论对师生对话数据进行分类，在剔除无关数据后，分析教师话语与学生话语的关联关系，为后续教师教学经验和学生先验知识影响因素下高质量对话的内在机理研究夯实基础。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智慧学伴”平台中一对一辅导模块的数学课堂。我们从后台数据库中抽取同一区域、同一时段的初二学生ID、对应的辅导教师ID 及其音频对话数据，共计60 条，平均时长为10 分50 秒，并将音频数据转录成文本对话（还原师生对话中所有的“嗯”“对”“噢”“哦”单词片段信息）。
（二）师生对话分类的编码方案
尽管在线辅导中的师生对话数据是学生基于问题向教师发起辅导时产生的，但教师始终以掌舵者的身份把控整体的辅导方向和进程。为此，本文假设师生对话数据以教师讲授开始到学生响应为止，并定义为一组有序的话语变量 “教师引导—学生回应”。在此基础之上，结合ICAP 框架分别制定教师、学生话语数据分类的编码方案，探索教师引导性话语类别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别的关系、确定师生对话分析单元，以便精准有效地捕捉师生的认知投入水平和对话结构。作为ICAP 中最高水平的交互式类别，对话双方必须在建构式对话的基础上，分享超越给定内容的建构性观点、交流彼此的想法[27]。然而在在线辅导中，师生的建构性对话大多以教师提示或提问为主，学生推理或反问为辅，很少涉及深层交互式对话。为了支撑辅导过程的顺利开展，师生通常会产生诸多与学习内容无关的对话，例如，上传问题、调整设备或评估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等。综上所述，本文将教师/学生话语分为建构话语、主动话语、被动话语（CAP）和无关话语四种类型。
在在线辅导中，教师通过提示或提问激活学生的先验知识，学生辅以回应与教师展开对话，其回应性话语往往涉及倾听、提问、解释和推理等多种类型。为了呈现细粒度的对话类别、结构，探索有效的高质量对话，本文在上述四种话语类型的基础上，将学生话语类型划分为 “非知识性”“教师评估”“被动参与”“浅层问题”“主动参与”“深层推理问题和建构参与”七种二级类别。除无关话语外，一级话语类别的认知水平自上而下依次为：建构话语>主动话语>被动话语；二级话语类别的认知水平自上而下依次为：建构参与>深层推理问题>主动参与>浅层问题>被动参与，具体的编码方案和描述性解释如表2 所示。
表2 师生对话分类的编码方案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借助上述师生对话分类编码方案，邀请两位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对随机抽取的18 条音频数据进行人工分类，使用Kappa 系数验证分类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经多轮迭代修改，最终计算的Kappa 系数为0.783，即两位专家对分类结果达到了高度一致。
其次，对留存的42 条音频数据进行人工编码并分别统计教师与学生的话语类别。由于“无关话语”仅为支撑辅导过程的顺利展开而存在，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将其剔除后开展后续研究。除无关话语外，累计从60 条音频数据中采集4196 条师生话语，采用交叉列联表分析方法，探索教师引导性话语类别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别的关联关系，以确定对话分类的分析单元。
最后，基于教师的教龄、职称/称号等个人信息将教师分为专家教师与熟手教师，即10-20年之间的教龄、非市级骨干或区/市级学科带头人称号的教师为熟手教师；20年以上教龄且为市级骨干或区/市级学科带头人称号的教师为专家教师。根据学生近期的前测成绩，依次分为高、低先验知识组，即20 分（满分40 分） 以上为高先验知识组；20 分及其以下为低先验知识组。剔除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数据，最终保留43 条有效音频数据，其中“专家教师—高先验知识学生” 数据12 条，“专家教师—低先验知识学生”数据11 条，“熟手教师—高先验知识学生”数据11 条，“熟手教师—低先验知识学生”数据9 条。结合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索教学经验和先验知识对师生对话质量的影响，基于卡方检验、滞后序列分析和内容分析法，深度剖析并可视化不同教学经验的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的学生间的高质量对话及其唤醒机制。
四、研究结果
（一）“教师引导性话语—学生回应性话语”的关联性分析
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别的分布情况如下：被动提示（56%）>主动提示（31%）>建构提示（13%）；被动回应（58%）>主动回应（26%）>建构回应（16%）。本文采用交叉分类的2*2 列联表的关联分析方法，探索无序的分类变量间（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的关联关系。结果发现，教师的引导性话语类别与学生的回应性话语类别存在强关联性（P=0.000，Phi=0.827）。
为了深入探索教师引导性话语类别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别的关联关系，本文结合关联性分析结果绘制展现师生话语类别的概率分布图，如图1 所示。

图1 师生话语类别的概率分布
结果显示，师生对话数据中教师话语类型与学生话语类型大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阐述答案或讲解原因进行被动提示时，8%的学生以反问或简单表述的形式主动回应，甚至激活了8%学生的先验知识进行系统性解释、反思。教师在基于有限知识询问学生或主动提示时，30%学生因思考或困惑处于被动倾听的状态，无法按需响应教师；而9%的学生则进行系统性解释，甚至产生新思路或新观点进行建构性反馈。教师在询问学生其系统性观点想法或进行建构提示时，30%的学生同样由于困惑处于主动响应或被动倾听的状态。
纵观师生对话数据中教师引导性话语及学生回应性话语的分布式结果，我们以教师的引导性话语作为语料背景，以学生的回应性话语作为对话分类依据，将师生对话回合数据（教师引导性话语-学生回应性话语）作为分析单元，将学生话语类别中的七种认知类型视为师生对话类型，分析师生间高质量对话及其内在机制。表3 为师生对话类别示例及统计结果。
表3 师生对话类别示例及统计结果

（二）教师教学经验、学生先验知识对师生对话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本文通过统计43 条有效音频数据中被动对话、主动对话和建构对话的占比，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别分析教师教学经验和学生先验知识与对话类别的交互作用关系，探索教师教学经验和学生先验知识对师生对话质量的影响，如表4 所示。
表4 学生先验知识、教师教学经验与师生对话类别的主体间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教师的教学经验与师生被动对话和建构对话均存在显著差异 （PE*P=0.004，PE*C=0.001），学生的先验知识与师生主动对话存在显著差异（PK*A=0.024），教师教学经验与学生先验知识仅在师生建构对话中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PK*E*C=0.033）。由于教学经验与先验知识在建构对话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对其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专家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的建构对话数量显著优于专家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的建构对话数量（均值差=0.115，P=0.009），高先验知识学生与专家教师的建构对话数量显著优于高先验知识学生与熟手教师的建构对话数量（均值差=0.178，P=0.000）。
为了深入剖析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的高质量对话的外显形成过程，本文从宏观的对话结构出发，基于四格表卡方检验分析师生的认知投入水平，诊断其是否达成及达成何种类型的高质量对话，并结合滞后序列分析分别计算可视化对话序列转移情况，识别达成高质量对话所涉及的外显对话结构。
结果显示：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高、低先验知识学生的对话类别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均为0），其对话类别分布情况如图2 所示。在专家教师的引导下，高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发布深层推理问题及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建构对话；低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发布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在熟手教师的引导下，高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开展深层推理问题的高质量对话；低先验知识学生则倾向于发布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

图2 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对话类别比例分布统计图
图3 展示的是不同先验知识学生与不同教学经验教师的对话序列转移情况 （Z-score>1.96，Z 值越大，箭头越粗，显著性越强）。专家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以“深层推理问题→建构参与”“建构参与→建构参与”的对话结构，开展深层推理问题及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专家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以“建构参与→建构参与”的对话结构，实现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熟手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以“深层推理问题→深层推理问题”“建构参与→深层推理问题”的对话结构，开展深层推理问题的高质量对话；熟手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倾向于以“建构参与→建构参与”的对话结构，实现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

图3 专家教师、熟手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的认知对话结构
师生在交互过程中，以何种内在的思维加工方式形成高质量话语结构同样值得关注。研究表明：师生呈现出的对话结构受其功能制约，包括概念功能、篇章功能、人际功能[28]。换言之，对话蕴含的意义特征、对话间的衔接方式甚至对话者的人际关系等信息，均可影响外在的对话结构，或可称为对话结构的内在加工方式。在智慧学伴平台中，学生可随机选择在线教师开展辅导，并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师生关系，即人际功能表现一致。上述分析显示，专家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的高质量对话的数量及质量显著优于熟手教师，譬如，更能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尤其能唤醒高先验知识学生的深层推理问题，结合适恰的进阶过程（外显的对话结构）达成高质量对话。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明晰师生对话结构，尤其是高质量对话结构的内在加工方式，本文选取专家教师与学生的完整对话示例，辅以微观的对话功能明确对话间的衔接方式、抽取对话的意义特征，从本质上揭示高质量对话结构形成的内在逻辑，如表5 所示。师生对话的意义特征往往由话语的一般特征、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的本质决定，包括权威性和对话性话语[29]。权威性话语通常为陈述语句并关注知识传递，对话性话语则更多关注鼓励探索和发展意义。为了迎合在线辅导中的师生对话的特征，本文将对话性话语分为提示性和生成性两类。提示性话语通过封闭性问题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辅助教师阐述结构性内容；生成性话语则通过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加工并梳理对问题的认知，增加学生的建构性话语输出。对话间的衔接方式通常由照应（人称、指示和比较）、替代和省略、连接（加合、转折、时间、因果逻辑）和词汇衔接（重现与同现）搭建话语的表层形式、连接对话内容间的关系[30]。
表5 专家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对话结构和对话功能示例

研究结果显示，师生间深层推理问题或建构参与的高质量对话可能位于辅导的起始部分，由开放性问题唤醒，也可能经过主动对话的沉淀于辅导过程中或结束时达成，表现出生成性或少许提示性对话特征。此类生成性或提示性高质量对话，经由内隐的因果逻辑连接加工方式和外显的 “深层推理问题→深层推理问题”“深层推理问题→建构参与”“建构参与→深层推理问题”行为路径，以及内隐的加合逻辑连接加工方式和外显的“建构参与→建构参与”行为路径达成。高质量对话的沉淀过程，往往涉及“主动对话”和“被动对话”。其中，具有指示性特征的主动对话，往往通过封闭式问题唤醒，经由内隐的照应和词汇衔接加工方式和外显的“主动参与→主动参与”“浅层问题→浅层问题”行为路径形成；具有权威性特征的被动对话，通常为教师的权威讲解，经由内隐的照应、连接和词汇衔接加工方式和外显的“被动参与→被动参与”行为路径形成。
五、探讨与建议
（一）结论探讨
1.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整体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在线辅导中，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类别基本保持一致，即教师以何种类型的话语提示引导学生，学生便以何种类型的话语进行回复。这与蔡斯（C.C.Chase）等人的研究类似，即学生的认知投入通常取决于受邀的谈话类型[31]。究其原因在于，教师的定制性引导行为，可大幅度提升远程学习者的社会存在感[32]，使其以最佳状态回应教师的提示，继而呈现对应的认知类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师生话语类别分布结果中，存在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不一致的情况。譬如，当学生无法回应教师的建设性/主动性的提示/问题或没有确切答案时，通常采取主动/被动话语进行回馈；当教师以阐述性解释或已有的内容进行询问时，可激活少部分学生的先验知识，使其顿悟并产生主动/建构回应等高阶认知投入。此种现象可为升级对话质量开辟新的方向，然其概率分布较低，在数据样本较小的前提下暂且忽略不计。因此，本文将有序的师生话语回合数据作为分析单元（教师引导—学生回应），将学生话语类别视为师生对话分类依据，为后续师生高质量对话及其对话结构、对话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2.不同经验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经由双向互动、协商探索生成高质量对话
尽管教师以何种话语开展引导、学生便以何种话语进行回应，但教师的教学经验、学生的先验知识仍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师生对话进程。由于学生的反馈内容具有零碎性、渐进性和半连贯性等特点[33]，学生普遍使用同一类对话进行多次回应，教师与学生（包括高先验知识、低先验知识）的高质量对话出现自循环特征。
不同经验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普遍通过内在的逻辑连接加工方式和外在的逐层递进式行为路径，形成数量多、质量佳的高质量对话，甚至能高效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思考，表现出探索性、生成性和双向互动性特征。其中，专家教师以“追根溯源式提问”和“联合—协商”等形式，高效引导高先验知识学生生成高质量对话。即专家教师善用真实性、开放性和可扩展性问题或指示进行引导[34]，以最大限度激活学生先验知识并得到相应认知反馈，并通过“逐层叠加”的逻辑方式进行共同推理，逐步生成高质量对话。熟手教师则以“词汇衔接性指示”的内在加工方式与高先验知识学生形成高质量对话。即熟手教师倾向使用关键词重现或复现等形式推进对话进程，当学生无法完成教师的建构性邀约时，便易出现疑问或向低阶认知投入类别转移的现象。
3.不同经验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经由教师单向主导、提示顿悟，生成高质量对话
不同教学经验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普遍通过照应和词汇衔接的内在加工方式和外在的顿悟式行为路径，开展高质量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低先验知识学生难以精准定位自身的问题需求、缺乏提问高质量问题的能力[35]，倾向于根据教师的追问、提示或陈述性输出开展碎片式、简短式回答，而非基于高质量问题进行深层次互动。其辅导形式较易呈现教师“一言堂”的局面，表现出由积累性、提示性和单向主导性特征。换言之，师生对话通常以碎片化形式作为主导，教师以第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限定词或关键词重现复现等提示单向传输知识，辅助学生增添或输出新观点，完善知识体系，生成建构性对话，鲜少开展思想碰撞。上述现象印证了佐哈尔（A.Zohar）和亚哈龙-克拉维茨基（S.Aharon-Kravetsky） 的观点，即当学生缺乏必要的先验知识时，权威性解释能更有效展示讲授内容、推进课程进度[36]。尽管教师借助问题引导低先验知识学生生成高质量对话，但并未触发学生提问高质量问题的行为，学生对问题的反思程度和回答质量也有待提高[37]。其中，专家教师以半开放性提问形式摸索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问题，同时回归核心概念、采用上下文提示等开展高质量对话。熟手教师通过扮演权威者角色，大篇幅采用词汇衔接的逻辑方式，与低先验知识学生开展低频“非线性—自循环”的高质量对话。
（二）建议与展望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对提高师生开展高质量对话的频次、优化辅导效果，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形塑对话结构、健全衔接机制，支持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开展“逻辑连接”的探索性对话
以探索性对话为代表的高质量对话，是以“联合—协调”共同推理形式组建言语交互内容，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知识、挑战观点、评估证据和考虑方案[38]。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开展的以开放性问题为引导的话语，能最大限度地鼓励学生输出自身的观点，打破传统“教师一言堂”的局面。同时，调整师生的知识权威角色和权力关系[39]，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感。采用逻辑连接的思维方式开展循序渐进的探索性对话，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构建自身的思维体系，同化或顺应多元观点。换言之，以开放性问题为引导，以逻辑连接的思维方式为衔接手段，采用循序渐进的行为路径，开展探索性对话是教师与高先验知识学生的最佳适配模式。通过塑造该模式的核心流程和衔接机制，明确关键节点规则（即学生在关键节点处需达到何种要求，未达到该要求时产生的回溯情况）、规范重要实践形式，形成可优化、可拓展、可迁移的持续发展路径。
2．回归核心概念、唤醒问题意识，辅助教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开展“词汇衔接”的提示性对话
教师在与低先验知识学生开展半开放式问题驱动的个性化在线辅导时，阐述、解释性对话占据较大比重，学生则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孤立地接收、存储、整合自身的认知图示[40]，通过指示照应或词汇衔接等思维方式，开展碎片化交互。事实上，权威授课与倾听学生观点是辅导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课程高效率和学习高效果[41]。因此，教师在延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开展权威性讲授时，应结合学生的先验知识，提供符合其最近发展区的询问或提示，为学生创设表达想法的机会 [42]；同时，给予学生提问（高质量）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推理思辨能力和提问能力。此外，教师应注重回归题目的核心概念以激活学生的先验知识，或将核心概念视为碎片化阐释的黏合剂，通过系统化梳理和衔接式呈现，纵向深化概念的认知、横向拓展概念的应用。综上，通过挖掘辅导中教师讲授与低先验知识学生表述的最佳配比，辅以核心概念、思维流程及提示提问技巧，形成模式化参照样板，可助力于教师对低先验知识学生辅导质量的精准提升和低先验知识学生问题意识的高效培养。
3．完善系统功能、构建优秀案例库，开展逐层定制的在线辅导服务
研究成果的探索实践与落地应用是将思想力转化为推动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实现师生音视频资源中高质量对话的自动标注、分段切割功能，可视化不同先验知识学生与教师最佳适配的辅导模式流程和规则，不仅能辅助教师回溯辅导过程、总结辅导经验、调整辅导策略，而且能将切割的精彩片段视为生成性资源案例，拓展并丰富线下课堂教学内容，有效保障公共资源的最大化运用。众所周知，领域知识库是智能导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家知识的来源[43]。教学资源库也是智慧教育云平台的核心，是实现智能推送和个性化学习的基石。应在征得教师意见的前提下，构建优秀辅导案例库[44]，选取平台中不同经验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学生的典型示例进行汇总、归因，开展精准推送服务，激发教师的参与动机、深化教师间的研讨交流、完善高质量对话的触发机制，大幅度提升辅导质量。
六、总结
本文的贡献在于：（1）明确教师引导性话语与学生回应性话语的关联关系；（2）制定可拓展可延伸的认知分类标准；（3）洞察不同教学经验的教师与不同先验知识的学生对师生对话质量的影响，分别量化其高质量对话及其内在机理，为触发高质量对话提供现实依据。
然而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1）实验所选样本仅针对数学学科，样本量较小，实验结果的迁移性有待验证；（2）采用人工编码方式对数据集进行手动标注，耗时耗力；（3）尚未对教师话语与学生话语的特殊分布进行细致分析。因此，后续研究除了增添多学科数据验证结果的迁移性、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师生对话的自动分类以缓解人工标注的压力外，还应着重探索教师话语与学生话语的特殊分布情况，以挖掘其存在的条件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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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nline Tutoring
Chen Ling1，Yang Chongyang2& Yu Shengquan1
（1.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online tutoring，which is affected by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ers and prior knowledge of students.In order to deep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rior knowledge o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tudent dialogue，and the path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ialogue，this study defines teacher-student dialogue based on the special attribute that teachers always control the process of online tutoring.Namely，teacher-student dialogue is composed of two ordered variables：“teachers’ guiding discourse and students’ responsive discourse”.It proposes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scourse based o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ICAP.Secondly，the method of cross-tabs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guiding discourse and students’ responsive discourse，to determine the analytical unit of teacher-student dialogue.Finally，with the help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chi-square test，lag sequenc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gh-quality dialogue，explicit dialogu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etween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rior knowledg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1）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guiding discourse and students’ responsive discourse.（2） The high-quality dialogue between expert，profici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by the thinking mode of “logical connection” and the behavior path of“layer by layer”，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ration”，while the high-quality dialogue between expert，profici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by the thinking mode of “reference and lexical cohesion” and the behavior path of“epiphany”，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ion”.
【Keywords】 Discours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Dialogue Structure；Dialogue Function；Exploratory Dialogue；Accumulated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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